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让世界各国尽快了解中
国社会的新风貌和人民的新面貌，党和国家十分
重视在外交工作中展开文化交流活动。 于是，作
为社会主义新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戏曲艺术便
参与到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外交活动之中，主要通
过舞台演出和电影放映的方式向世界各国展示
中国建设的新情况、 中国人民爱国爱家的新思
想、爱情和婚姻的新期待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决
心等内容。 特别在 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它更
是成为辅助党和国家外交工作开展的先锋队。 海
外观众不但对中国戏曲艺术评价甚高，而且对社
会主义中国民族艺术产生了高度认同。 大规模有
组织的海外戏曲演出不仅促进了新中国外交工
作的顺利开展，而且刷新了海外对于中国的固有
认知。 这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更离不开
戏曲艺术对外叙事策略的独特运用。

目前，学界对新中国文化外交视角下戏曲艺
术的研究主要以演出活动和海外评论内容的梳
理为主，对于它在外交活动中所采取的叙事策略

问题则关注较少。 深入分析戏曲海外叙事策略，
不但能清晰把握海外戏曲传播历史规律，更能为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这
一时代主题提供现实参考。

一、新中国初期文化外交实践中的戏曲对外交流
活动

“1883 年法国联盟的成立标志着现代化文化
外交制度的诞生”。 ［1］自此，各个国家分别设立了
对外进行文化交流的机构， 如英国文化委员会
（1934）、美国文化司（1938）等。 二战结束后，文化
外交从最初“个人化、慈善的和理想的传统”［1］演
变成为“主权国家政府的官方行为”［2］。 美国学者
弗兰克·宁科维奇是最早对这一概念进行学术化
界定的，他说：

各个国家都根据本身的文化传统塑造
出一些文化表现形式。这些文化表现形式反
过来又可以塑造一个国家的形象。重点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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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具备的“民族特色”为探讨文化交流之
于外交工作产生的影响问题提供了材料支
撑。 ［3］

因此，“文化外交”指向的是各个国家通过本
民族文化输出来塑造国家形象，从而促进外交活
动健康、有序地开展。 它并不是纯粹的艺术交流，
而是辅助外交工作的手段。

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国家于 1949 年 11 月 1
日在文化部设立了专门管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
部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 “1955年，对外文
化联络事务局改称‘对外文化联络局’，其隶属关
系改为国务院直属局， 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主
管。这说明党中央开始探索提高领导层级、国务院
领导亲自主管的行政管理方式， 加强对外文化联
络工作。 ”［4］从这个部门建立之初，戏曲艺术就被
列为对外交流的主要参与对象。 彼时我们最需要
让国外重新了解中国，那么，由社会主义新文艺建
设塑造出来的戏曲艺术也就成了最佳选择之一。
戏曲可以参与其中， 既离不开它与意识形态的亲
密关系，又离不开曾具备的海外演出经验。

首先， 就戏曲与意识形态的亲密关系而言，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代表新民
主主义文化的戏曲艺术就曾为宣传民族独立思
想和反封建压迫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如秧歌剧
《白毛女》、平剧《三打祝家庄》、越剧《桥头烽火》、
改编的京剧传统戏 《四进士》《空城计》《野猪林》
《打渔杀家》等等。 其次，新中国成立之前，戏曲就
有海外演出的经历，如梅兰芳访日、访美、访欧和
访苏的演出，20 年代闽剧在东南亚的演出， 海外
中国戏曲改编剧《红鬃烈马》《赵氏孤儿》等等。 ［5］

因不同外交环境的应对需求，朝鲜战争结束
前后，党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方针政策。 由
此，中国戏曲的对外交流活动表现出两个不同的
阶段，即“一边倒”外交视角下重点针对社会主义
阵营国家开展的戏曲交流活动和“先文化，后外
交”视角下世界范围内的戏曲交流活动。

第一阶段（1949—1954 年）中，党和国家在外
交活动中主要运用了“一边倒”的指导方针，这是
1949年毛泽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大
会上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讲话中明确提出的外
交指导思想。 为了尽快粉碎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
封锁和孤立，他指出：

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
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
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
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6］

自此，党和国家选择了首先与社会主义阵营
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建立友好外交关系之后，
展开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即“先外交，后文化”的
一种交流策略。 文化交流甚或戏曲交流活动还没
有完全成为辅助外交工作的“先行官”。 在与社会
主义阵营的国家进行交流的时候，彼此之间在意
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表达两个方面是同步的。 因
此， 这个阶段的戏曲艺术对外交流可以看作是
“国际性的文化交流演出”［7］。 它辅助外交工作正
常运行的工具性还没有那么明显。

这个阶段戏曲艺术的对外交流主要以社会
主义新文艺塑造而成的京剧传统武生戏为主，如
1951 年获得世界青年联欢节舞蹈一等奖的京剧
《三岔口》和《闹龙宫》、1953 年赴朝鲜演出的京剧
《打渔杀家》《徐策跑城》《追韩信》等、1951 年在民
主德国演出的京剧 《三岔口》《闹龙宫》《扈家庄》
《武松打虎》《雁荡山》等剧目、1953 年在罗马尼亚
演出的京剧《三岔口》《雁荡山》《秋江》等折子戏。
虽然偶有越剧《西厢记》《春香传》等文戏剧目，但
整体上还是武生剧目居多。 这时候“武戏”大于
“文戏” 表演的做法主要为了凸显中国人民健康
的体魄和伟大的民族革命精神，如 1951 年《文汇
报》指出：“选择武戏作为出国节目，是因为武戏
的舞蹈成分多，在表现中国人民英勇果敢、生动
活泼方面，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8］

第二阶段（1955—1966 年）中，党和国家充分
发挥文化和艺术交流的“先行性”来辅助中国外
交工作的顺利开展。 这里的“先行性”是指文化交
流“能够作为民间外交的重要手段，在尚未与我
建交的国家可先通过文化往来增进彼此间的了
解，满足两国人民的需要，从而在发展两国关系
中起到开路先锋的作用”［9］。之所以强调文化交流
的 “先行性” 是因为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之
后，党和国家将外交工作的重点转向了与世界各
国建立外交关系，如毛泽东在 1954 年指出“应该
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的国家关系中去”［10］。 1956
年 4 月第二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对外
宣布了这个外交工作方针，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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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外交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
方面，而且往往是经济、文化打先锋，然后外
交跟上来。 ［11］

此时的文化交流是决定能否顺利建交的一个
重要环节， 直接为党和国家的外交工作服务。 那
么，它的任务就十分明确，就是在过去重吸引的基
础上，发掘更多与海外沟通的文化契合点，从而获
得海外更多的认同与支持。 由此，周恩来说：

出国访问是个学习的好机会。以前常出
国的只是京剧，以后其他许多剧种经过努力
也可出去。 出国剧目不能光是那几个。 几十
个国家都来邀请我们，我们的外交也要靠文
化和贸易，这是件重要任务。 ［12］

从此，戏曲艺术参与对外交流中的剧种也就
越来越多，而且它的表演侧重也从武戏转到文戏
上。 其中，“文戏”涉及的题材主要以古装婚恋戏、
新编历史戏为主，婚恋题材戏如越剧《梁山伯与
祝英台》《白蛇传》《西厢记》《追鱼》《春香传》《盘
夫索夫》《打金枝》等，黄梅戏《天仙配》《牛郎织
女》等；新编历史戏如京剧《盗仙草》《人面桃花》
《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将相和》《拾玉镯》《秋
江》《断桥》，粤剧《关汉卿》《搜书院》《白水滩》《昭
君出塞》等。 除了舞台演出，这一阶段对海外放映
的戏曲电影也很多，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红楼梦》《碧玉簪》《追鱼》， 广东潮剧彩色电影
《陈三五娘》，彩调剧电影《刘三姐》，黄梅戏电影
《天赐良缘》《牛郎织女》，沪剧电影《罗汉钱》，粤
剧电影《搜书院》《杨门女将》等。

以上提及的剧目也印证了文戏出访的广泛
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 为了尽快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邦交关
系， 社会主义中国需要改变此前较为冷硬的国际
形象，如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可以在日内
瓦会议上放映，是由于“毛泽东在全国会演的剧目
中看上了《梁祝》，觉得是一部爱情主题的电影，又
是民间传说，如果拍成功可以用于对外宣传，可以
反驳当时攻击中国好战的国际舆论”［13］。 其二，传
统武戏的演出让海外观众对中国戏曲艺术产生了
一些错误的认识，例如，因为没有交代前后的戏剧
情节，欧洲的观众把京剧《霸王别姬》理解成“这个
黑脸的性情粗暴， 他的夫人忍受不了他的粗暴行
为，被逼自杀了”［14］。 加入对故事情节的阐释则可

以帮助海外观众意识到中国戏曲艺术的戏剧性、
故事性以及对人物性格的表演性等内容， 让它从
被归入舞蹈门类的错误认知中解脱出来。

二、新中国初期中国戏曲艺术对外交流中的叙事
策略运用

从上文的研究来看，在第一阶段（1949—1954
年）， 中国戏曲艺术的演出一般发生在建交之后，
更像一场庆祝建交成功的大联欢。 在第二阶段
（1954—1966 年），中国戏曲艺术的演出主要发生
在建交之前， 成为新中国外交工作进程中必要的
一个环节。在不同外交方针的指导下，中国戏曲艺
术对外叙事策略的运用也各有侧重。这里的“叙事
策略” 主要包括讲好中国故事采用的方法与具体
表现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中国戏曲艺术在第一阶段的交流中更
重视碎片化的身体叙事。 所谓的“碎片化”指的是
着重突出对身体的技巧性表达，而对于身体动作
设计的语境和情节依据并不做有效说明。 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剧目就是京剧《三岔口》，它是一
部“可以省略成为只有动作和武打的‘哑剧’”［15］。
采用这样的表演策略是为了拉近与苏联艺术的
距离，从而配合“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如 1952 年
上海《大公报》的《京剧<三岔口>改编、演出的成
就》一文说：

参加 1951 年国际青年联欢节的中国代
表团舞蹈队，在中国国际舞蹈竞赛中，与苏
联的前进艺术并肩而立，同获了冠军。 谈一
谈这个获得国际荣誉的《三岔口》：这个戏，
在技术表演方面，是完全可以代表京剧武打
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因为它集中表现了京剧
武打的技巧。 它的表演方法不但合乎舞蹈
美，而且在象征化的动作中，也不失其合情
入理的真实性。 ［16］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我们靠近苏联，重点学
习其艺术高超的技术性和舞蹈性表现， 而之后
1953 年政务院对文化部的工作批示中对此也有
正式说明：

在教学过程中， 应认真贯彻学习苏联先
进艺术理论和经验， 学习和研究民族艺术遗
产和民间艺术， 切实克服忽视技术训练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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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17］

这为中国戏曲艺术此阶段以身体叙事为主
的表现提供了教育依据。 除了京剧 《三岔口》以
外， 同样类型的还有京剧 《打渔杀家》《雁荡山》
《秋江》等剧目。 同时，突出戏曲艺术身体技术化
的叙事也有一定的社会原因。 它的运用既表现了
中国人民高超的技巧和强健的体魄，又可以体现
积极、伟大的胜利精神。 这对扭转对旧中国“东亚
病夫”的旧印象有积极意义。

其次，中国戏曲艺术在第二阶段的对外交流
中则以整体化的现实主义叙事为主。 这一阶段中
国戏曲参与对外交流的剧种丰富， 而且着重增加
了文戏的出演机会。这些剧目重点呈现了爱情、家
庭和历史故事三方面的内容，如越剧《梁山伯与祝
英台》、京剧《贵妃醉酒》、豫剧《花木兰》等等。

与此前高度象征化的身体叙事相比，这些文
戏表演的现实主义色彩更浓。 这里的现实主义，
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一种占主流地位观点的呈
现，即：

如果一部古代文学作品表达了作家接
近人民、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那么这部
作品就具有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 ［18］

通过以上所涉及的剧目， 我们可以发现，我
们以古代的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主要表现题
材，重点向世界各国展示中国人民反封建压迫和
爱国爱家的新思想，如越剧《西厢记》《梁祝》等都
表现了社会主义女性的爱情理想；京剧《贵妃醉
酒》 则突出了封建统治秩序下杨贵妃的悲剧性。
这些内容恰好符合了当时对现实主义精神的界
定。 由此可以说，新中国第二阶段参与对外交流
的戏曲艺术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 与此前
相比，这个阶段戏曲艺术在对外交流中则相对重
视对整体故事情节的交代， 如 1956 年在拉丁美
洲出演的 《霸王别姬》 增加了前后的情节交代，
1956年梅兰芳在日本都是演了全本戏等。

因此，这一阶段的演出又是整体化现实主义
叙事。 这样的演出既让海外的观者领略了中国优
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又让他们在这些遗产的新变
中体会到了中国人民的理想、生活追求以及爱好
和平的决心。 这对于更新那些未与中国建交、存
在误解的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旧认识意义非
凡，如芬兰的导演罗维亚女士说：“中国人原来是

这样漂亮、文雅有礼的人民。 ”［19］19英国著名演员
马尔斯说：“你们没有来到之前，人们似乎有这样
一种感觉：中国和英国相隔甚远，似乎没有什么
彼此关心的。 可是你们来到之后，却大大不同了，
英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人非常可爱可亲， 人们
说，很难想象中国人和英国人之间会有战争。 ”［20］

类似这样的正面评价在海外的各大报纸上频繁
出现，这可以充分说明世界各国对于中国人民新
精神风貌的肯定与认同。

虽然参与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戏曲艺术交流活
动在剧目方面的选择各有侧重， 可是从整体上来
看，每个阶段既有武戏，也有文戏，只是比重不同，
例如，第一阶段中除了《闹龙宫》《秋江》《雁荡山》之
外，还有越剧文戏《西厢记》《红楼梦》；第二阶段中，
《三岔口》《打渔杀家》 等经典的短打戏也出现在海
外演出之中。 因此，新中国初期文化外交视角下的
戏曲对外交流在表演上呈现出多元化的表现状态。
在表演叙事上，做到了陌生化与现实主义表演手法
之间的互相交流。新中国初期文化外交视角下的戏
曲演出既有程式化程度较高的京剧、粤剧、川剧的
表演，又有现实生活体验程度较高的越剧、黄梅戏、
豫剧的表演。 中国海外戏曲多元化的呈现，一方面
照顾到了曾经为之轰动的海外观众群体，满足了海
外华侨对祖国戏曲艺术经典声音的思念；一方面向
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了新中国对于旧的民间艺术改
造的成果，保持了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情感世界的
沟通。 这样既做到了传统性与民间性的统一，又做
到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三、新中国初期文化外交视角下戏曲艺术对外交
流活动的价值

虽然 1949—1966 年期间中国戏曲艺术的海
外之行本质上是辅助新中国外交工作顺利进行
的重要文化手段之一，可是它既构成了海外之于
中国民族艺术认知发生的初步阶段，又对于当前
如何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这一时代主题提供了
现实参考。

首先，对于中国民族艺术的海外认知内容主
要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从艺术表现来说，海外肯定了新中国
“民族艺术”的现实性、古典性、综合性和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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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如日内瓦《工人之声报》说：“中国古典戏剧
是传统的，也是现实的。 说它是传统的，因为它有
着若干世纪的悠久传统，它创造了一系列的程式
和象征形式；说它是现实的，因为它是与人民生
活密切联系着的，使我们感觉到这是真的、可能
的、贴近我们身心的，而又是用一种不可比拟的
风格美化起来的。 ”［21］越南评价越剧《红楼梦》“具
有人民性的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杰作的思想价
值”。 ［22］19智利大学的奥尔托斯教授说：“中国戏剧
是一种全能戏剧，这种熔合歌、舞、诗、剧、乐于一
炉的戏剧形式是西方正在追求而还未达到的目
标。”［22］第二，从艺术功能来说，海外各国肯定了新
中国“民族艺术”对过去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性、
所具有的人民性新内涵及与世界人民情感的一致
性。 如保加利亚《祖国新战线》称中国川剧“所走的
道路———民族文化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道路 ”［24］；
尼泊尔的观众说：“中国的演出不仅使我们见识
到中国的艺术，而且也看到了他们在尽力保护和
发展着自己的民族文化。 ”［25］熊向晖谈起日内瓦
会议上越剧电影《梁祝》的观影情景时说：“演到
‘哭坟’‘化蝶’，我听到啜泣声。 ”［26］

综上，海外观众初步认识到了新中国民族艺
术的历史继承性、 与本国现实问题的照应性、对
于中国人民坚强品格和爱国爱家新思想的表现
性及表演上的象征性四个方面的内容。 这是社会
主义中国海外叙事发生的起点，为当前中国戏曲
艺术如何在海外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三方面的
有利经验：

第一，在组织观念上，把握好“过去”和“当
前”之间的界限。 新中国文化外交视域下戏曲艺
术的对外叙事与旧中国的表达范式严格区分开
来。 虽然当初这更多基于一种政治考虑，可是它
的确以新的形式赋予了海外观众新的中国认知。
对于今天来说，越剧、京剧的海外演出竟然以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典剧目为主， 如就越剧而
言，“1983 年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11 日，应日本中
部广播协会邀请，由上海越剧院三团组成的中国
越剧团一行 53 人， 由团长吴琛率领到日本演出
《红楼梦》”［27］，京剧则“从各院团自 1955 年至近
年来出国交流演出的剧目来看，主要有《闹天宫》
《闹龙宫》《闹地府》《三岔口》《江》《小放牛》《拾

玉》《嫦娥奔月》《天女散花》《春郊试马》《虹桥赠
珠》《杨门女将》《白蛇传》《野猪林》《雁荡山》 等。
上述剧目中又以《三岔口》《拾玉》《闹天宫》等戏
出访率较高，这也就是常说的‘出国戏’”［28］。

20世纪上半叶，这些“出国戏”曾因表现中国
人新的面貌而闻名世界。 可是就当下而言，不管
是婚姻自由， 还是封建社会女性身上的悲苦表
现，都已不尽然是戏曲艺术对外叙事的主题。 而
且近年来中国戏曲界也诞生了不少与当前生活
现状相互融合的作品，如歌颂新时代女性教育奉
献精神的滇剧《张桂梅》、改编自香港电影的京剧
《新龙门客栈》、喜剧性与悲剧性融为一体的高甲
戏《范进中举》、将马克·吐温小说作品与中国当
前现实生活题材融合在一起的淮剧《小镇》等等。
这些剧目完全可以参与到海外传播之中，与现今
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传统剧目形成对比。 这样不
仅兼顾了老一辈华侨的怀旧之情，也让海外的观
众感受中国新时代的新气象。

第二，在组织形式上，采用了名家带队、青年
演员为构成主体的组织形式，尝试综合了多个剧
种，如梅兰芳、俞振飞、常香玉等人的带队演出。
与当下流行的全青年阵容或者全明星团体相比
较， 这种组织方式既有利于青年演员迅速成长，
又可以加强戏曲名家与青年演员之间的经验沟
通。 而且在海外演出中，单一剧种的情况较少，大
部分是综合多个剧种的表演团队，如参加巴黎戏
剧节的中央歌舞实验团“其中有南方昆曲杰出艺
术家俞振飞、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张美娟、言慧
珠等”；［19］741955 年出访西欧的中国歌舞剧团 “把
中国的古典戏剧和歌舞艺术介绍给欧洲各国人
民”等［29］。 另外，新中国的戏曲交流活动将“戏曲”
视为一个整体，跨越了艺术门类的限制。 由此，加
强戏曲艺术各剧种及其与其他门类艺术之间的
合作也有利于中国优秀艺术的海外传播。

第三，在表演内容上，将舞台演出与舞台纪
录片的拍摄相互融合。 据记载，演出完毕，朝鲜、
德国、英国等国都曾拍摄过记录戏曲舞台演出过
程的纪录片，如天津平剧团的“《牛郎织女》被朝
鲜电影局拍摄成大型舞台纪录”。 ［22］3这说明，海
外观众对中国戏曲艺术表演发生的过程兴趣浓
厚。 由此，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新媒介的优势，将戏

191



2023.1

曲演出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出来。 这样既有利于
国内的戏曲从业人员进行观摩学习，又能够让海
外观众充分了解中国戏曲艺术表演发生的过程，
这有助于表演意义的跨文化传播。

四、结 语

在“一边倒”和文化“先行官”外交方针的指
引下，1949—1966 年中国戏曲艺术的海外交流活
动不但实现了从“武戏”到“文戏”演出主流趋势
的改变，而且形成了“文武兼备”的表演状态。 在
辅助新中国外交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它们不
仅向海外各国展示了中国人民果毅、 坚强的品
格，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对美好爱情与生
活的追求，对世界和平的维护，而且让世界各国
人民见识到中国戏曲将综合性、古典性、现实性
和人民性融为一体的表现样式，为今后如何在海
外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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